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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法学的国际话语权:
缺失、原因和对策

姜　 敏,郝煜洋
(西南政法大学

 

外国与比较刑法研究中心,重庆　 401120)

摘要:学术话语权是一种软实力,主要是指学术话语的影响力、判准力、引领力和应用力。 当代哲学

社会科学话语权的提高,已是中国的重大问题。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学,曾有过“中华

法系”的辉煌时代。 但随着清朝政府的衰落、西方法学话语的全球化运动、“西法东进”和中国晚清时期

的各种要素的助力,导致中华法系话语体系解体。 自此,中国法学话语即便没有在国际上销声匿迹,但
也成了西方视域下的法学现代化的反面教材。 尽管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研究已呈硕果累累的繁盛景观,
对域外法学的研究亦已成炙盛之势,但其在国际上依然处于失语或无语的境况。 中国法学在国际上话

语权的缺失之因包括:中国法学话语主体意识的缺失,导致中国法学学术研究主体缺乏自信和对中国古

代和近代法的几乎全盘否定;中国学术研究的重复性生产和创新性不足,导致中国法学话语的学术质量

不高;与域外法学的交流和对话沦为了单向度的学徒式的学习;西方法学话语的全球化运动仍在进行,
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但中国法学和法治建设已取得重大进步,需要中国学术话语

反应这些进步和成绩,并在国际上传播其声音。 因此,当代的中国法学必须提升学术话语权。 法学学术

话语的国际话语权的有无,与法学研究成果的数量及不断的重复性生产并无直接关系,通过对域外法学

的“提线木偶”式的研究亦无法获得。 法学话语权的提升应当针对前述原因寻找对策,做到“对症下

药”。 因此,中国法学学术研究必须首先重塑中国法学话语的主体性意识,从而祛除“他者异化”和“自

我异化”的话语倾向;其次,在与域外法学进行交流的时候,应有对中国法学学术研究的自信,以改变学

徒式的交流样貌;再次,更应以独立自主的研究姿态,进行创新性学术生产以解决学术话语的质量问题,
从而让中国成为法学学术话语的生产者而非消费者;最后,要高度重视和关注国际社会的法学问题,以
高质量的“中国方案”突破域外法学话语的霸权壁垒,推动国际法学事业的发展。 在域外法学话语依然

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国还应当采取措施主动把其学术成果推向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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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

外、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理论学术话

语体系,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①。 紧接着,2013 年 11 月,又正式把“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

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 尽管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数量甚众,
“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②。
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部门都对中国学术话语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角色深表不满” [1] 。 法学是

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部分,其在国际上也处于“无语”或“失语”的境况。 因此,中国法学如何提升其在

国际上的话语权,使其真正在国际上有自己的位置,是中国法学研究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一、法学话语的国际话语权及其影响因素

(一)学术“话语权”的含义及其实质

“话语权”是指说话的权利和说话的权力的统一。 在《辞海》《汉语大词典》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

书》等书中,没有“话语权”这个词条。 但有些文献资料已有研究,对“话语权”作出了明确的界定。 有

学者认为,学术话语权就是“相应的学术主体,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学术领域中所具有的主导性、支配

性的学术影响力” [2] 。 这是从本体意义上进行的阐述,学术话语权也即学术的主导性或支配性的学术

影响力。 还有学者认为,“学术话语权就是在学术领域中,说话权利和说话权力的统一,话语资格和话

语权威的统一,也就是‘权’的主体方面与客体方面的统一。 权利着重指行动者作为主体所具有的话

语自由;权力则着重指主体作为权威话语者对客体的多方面影响” [3] 。 该界定也认为话语权就是指的

影响力,但却对“权”进行了解构,从而把话语权分成了“权利”和“权力”两种。 前者侧重资格,后者侧

重权威。 笔者认为这种解构性分析具有价值,因为学术话语权本就是指的影响力、判准力、引领力和应

用力等,但这些力量的获得必须依靠主体所具有的资格或能力,比如创造更新权、意义赋予权和学术自

主权等。 同时,还必须依靠主体的学术所具有的指引导向权、鉴定评判权、行动支配权等。 这些力量

“合力”便决定了话语权的有无与大小,最终决定学术话语的质量以及其是否说得出或传得开。
从实质看,学术话语权是一种非权力性影响力。 “影响”是指对人或事物所起的作用[4] ,影响力是

用一种能被接受的方式,改变事物或者他人的思想和行动的能力。 影响力可分为两类,一是权力性影

响力,二是非权力性影响力。 国家权力具有影响力,其通过国家机器以及其他组成部分实现,带有强制

性。 因此,国家权力的影响力是一种典型的权力性影响力。 学术话语权之“权力”不等于国家权力中

的权力,学术话语权的影响力靠强制力并不能获得,其是一种典型的非权力性影响力。 换言之,尽管学

术话语权没有强制力,但其同样会产生影响力。 也基于此,学术话语权被视为是一种软实力,具有极为

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二)影响法学国际话语权的因素

法学学术话语的国际话语权的有无,受内因和外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从内因看,法学的国际话

语权是由学术质量决定的。 从学术界的情况看,不同话语对外界的改变是不同的,即话语权的大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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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蔡名照: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http: / / politics. people.
com. cn / n / 2013 / 1010 / c1001-23144775. html,登陆时间:2021 年 1 月 18 日。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s: / / news. 12371. cn / 2016/ 05/ 19/ ARTI1463594345596569. shtml,登陆时间:2022 年 1 月 19 日。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28 卷第 4 期　 　 　

不同的。 学术话语的非权力性影响意味着其不具有强制力,但外界能接受且因之发生改变,主要是因

话语本身的价值。 而这个价值是由话语本身所具有的知识体现,且也是以知识的传播实现的。 但不同

主体的话语以及话语本身的内容是有差异的,这也决定了话语的知识内涵不同,最终也就决定了话语

到底是否能讲得出或传得开。 话语能反应研究主体对于客体的认识状况,甚至反映了认识的广度、深
度,体现主体的能力、兴趣、品质、格调、意愿以及其他个性特征。 由是,即使是相同的话语,但知识内涵

和知识的质量有区分。 也正是因话语质量的区分,方决定了话语的学术价值和话语权的大小。
法学的国际话语权受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 除了学术质量这一内在决定性因素外,国际话语权还

受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 即使是学术话语的国内影响力,也受质量因素之外因素的影响,比如相同的

话语由不同的研究者说出来,影响力也有差异。 中国学界最为明显的一种现象就是,学术大咖或者学

术明星说出的话语,其传播速度、摘引率远甚于籍籍无名者。 这种现象是由学术主体的“光环”等非学

术因子带来的。 法学话语的国际话语权也受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一个国家的由政治、经济、军事

和文化等决定的综合实力,对一个国家的法学话语在国际上的传播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比如,曾经

辉煌夺目、璀璨耀眼的中华法系,在国际上拥有绝对的影响力,其不仅曾被日本等亚洲国家仿效,而且

也被欧美国家钦羡。 这种影响力除了当时中华法系本身的先进性外,中国当时的综合国际实力也是重

要的因素。 有学者就认为,中华法系兴盛于唐朝“源于唐代社会的诸项条件,如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
化开放、立法完善、律学发达和法律教育制度化等” [5] 。 同样,诚如下文论及的,西方法学话语及话语霸

权的获得,也是与西方国家强大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相伴随的。

二、西方法学话语的“输出”及“西法东进”对中国法的影响

(一)西方近代以来的法律全球化运动及其话语权的扩张

尽管关于法律全球化始于何时没有定论,但就近代到 20 世纪末,西方法学至少经历了三次大规模

的法律全球化运动③。 近代以来的第一次法律及其思想的全球化运动,发生在 1850—1914 年之间。 学

者邓肯·肯尼迪认为这个时期最具有影响力的是以德国为首的大陆法系的法学,主要是传播古典法思

想,其话语包括保护个人权利和财产权利,提倡自由、平等和博爱等思想,对法律和道德予以区分,强调

自由意志和普遍理性。 这次法律全球化的推动因素,既与西方国家法律和法律思想的不断发展和丰富

有关,也与西方国家不断壮大的国家实力有关。 概言之,此次“法律全球化的机制是两种因素的结合,
一方面是主流法律思想在自主的西方各个民族国家所产生的内部影响,另一方面是被广泛感受到的帝

国主义” [6] 。 正是因为后者的影响,导致法律全球化具有不平等因素,甚至帝国主义使用了强制其殖

民地国家或者其他弱小国家接受其法律制度和法律理念的手段。 第二次法律及其思想的全球化运动,
发生在 1900—1968 年间。 该时期的法律是在批判古典法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其重视的是“社会”而
非个人。 因此,社会法大放异彩。 社会法是当时社会变迁的产物,特别是工业化的加剧促使人类质疑

过度强调个体自由的法律思想,并深度思考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 于是多元主义、工具主义、福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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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这也是美国学者邓肯·肯尼迪对近代法律全球化所作的分析,其以法律变迁为明线,以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因素变化为暗线,阐述了三次大

规模的法律变迁。 同时,其认为第一全球化以德国法为中心,第二次全球化以法国法为中心,第三次全球化以美国法为中心。 但其观点也

受到质疑,如高鸿均教授认为其时间点是以 1850 为起点以及对英国法的“遗忘”就值得商榷。 参见:邓肯·肯尼迪《法律与法律思想的三

次全球化》(高鸿钧译,《清华法治论衡》,2009 年第 2 期 47-117 页);高鸿钧《法律全球化的理论与实践:挑战与机会》(《求是学刊》,2014
年第 3 期 84-93,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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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行政治理等话语倍受青睐,且这些话语随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在全球的扩张而传递到能被其影响的

国家。 第三次法律及其思想的全球化运动,发生在 1945—2000 年间。 此次全球化法律运动的诸多领

域均与美国有关,甚至被视为是全球法律美国化。 随着美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其主

张的人权、民主、法治、宪法、社会政策等话语被推向全球。
当代,西方国家依然在扩大其法学话语权在全球的影响。 尽管西方国家已不再通过军事等手段向

外输出法学话语权,但依然在通过其他手段扩大其法律在全球的影响。 比如“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

‘法律与发展’项目推销西方的法律” [7] 。 除了“法律和发展”项目外,美国还通过法律援助等方式扩大

其法律在全球的影响,比如“在 1993—1998 年间,美国资助 184 个国家进行法律改革” [8] 。 尽管这种手

段是非军事化的,但这种法律输出却能直接产生影响,所以有学者把这种法律的全球化称作“高强度的

全球化”。 当前西方法律全球化运动仍然在继续,尽管方式有了很大的差异。 但无论何种方式,其宗旨

还是扩大西方法学话语在全球的话语权。
(二)“西法东进”与中华法系的解体

中华法系曾是中国法学话语灿烂、夺目、耀眼的标签。 中华法系诞生于公元 7 世纪,兴盛于唐朝,
完备于明清。 中华法系在辉煌之时不仅影响到东亚,而且也使其扬名世界各地。 但到了晚清时期,中
国政权的风雨飘摇直至最后的覆亡,使中华法系陷于逐渐衰亡而直至最后土崩瓦解。

“西法东进”以及受“西法”影响的中国内部因素的推进,是中华法系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华

法系解体的直接原因是资本主义的侵略和西方法系的介入” [9] 。 从前述分析看,西方法学借助国际化

的标语,同时依赖西方强悍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使其法学话语在国际上取得了霸权地位。 中国也被纳入

其霸权版图之中,“西法东进”侵蚀了中华法系。 但中国和中华法系的其他国家作为非殖民化的国家,
其使用的手段较为特殊:“西方列强迫使那些没有直接殖民化的国家对西方法律‘敞开门户’,而这作

为与西方从事贸易的一个强制性附加条件,奥斯曼帝国、日本、中国、泰国、埃及以及伊朗就经历过这个

过程” [6] 。 基于不平等条约而获得的“法外治权”,就是西方法学霸权理念在中国的表现之一。 除了西

方国家的强行渗透外,中国内部的戊戌变法、中国学者的翻译介绍、中国“洋务派”的推崇,以及外国学

者的积极倡导,也助力了西方法学在中国的传播[10] 。 同时,因德国法极有影响力,中国开始接触德国

法等大陆法系的法律。 以刑法为例,清政府在修律时首先接受了大陆法系的刑法模式。 西方的“法外

治权”以及清朝修律的彻底“西化”,昭示了中华法系的完全解体。

三、当代中国法学缺失国际话语权的原因透视

中国法学研究已有大量的学术积累,不仅有丰富的话语而且亦有丰硕的成果。 同时,随着中国国

际交流的频繁,中国法学界与域外法学界的交流也日益频繁,且法学界的各个领域对域外法的研究也

呈炽盛之势。 但是当代的中国法学在国际上并没有话语权。 学术研究的繁盛,学术成果的丰富以及法

学国际学术交流的频繁,与中国法学在国际上话语权的缺失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现象值得省思。
中国法学丰盛的学术成果没有取得国际话语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前述已分析到,学术话语权是

一种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的产生过程是:拥有资格的主体提炼出话语,赋予话语一定的知识含量,话语

通过一定的途径传播开去,话语的接受者认知话语,话语获得认可而获得影响力。 从这个过程看,能影

响话语权的因素包括主体、话语的内容、传播方式和接受者等。 中国法学缺乏国际话语权的原因,也和

这些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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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话语主体缺乏主体性意识。 中国法学话语要取得国际话语权,首先话语主体要有主体性意

识,即话语主体要有独立性、学术自信和对传统法的尊重。 尽管中国法学研究产出的学术成果汗牛充

栋,但除了下文论及的数量多而质量需要提升外,其也缺乏主体性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中
国法学研究主体缺乏学术自信。 目前,中国法学话语主体还没有完全的自信,在与国际对话或交流时,
带有明显的学徒倾向,对域外法有盲目的迷信和崇拜。 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即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尤
其是西方自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对我国的侵略和殖民,导致中国人渐渐丧失了对本国文化

的自信心。 清末修订《大清新刑律》的“全盘西化”,建立新中国后全盘移植苏联法,今天法学研究中对

英美和德日法的推崇,均体现了话语主体缺乏自信。 (2)对中国古代和近代法的全盘否定。 近代中国

政治、经济等原因致使中国在军事领域失败,这对中国法的影响就是对中国传统法进行全盘批判,并以

“封建性”“落后的”“迟滞的”和“压迫性”等帽子掩盖其具有的积极要素。 这种批判性反思加上西方

人视野中的中国法形象,于是开始了一场旷古未有的清算。 在法学领域的清算较为彻底,即传统中国

的一切规则、制度、文化乃至于符号象征,都成了近代中国落后于欧美的原因,都需要打倒、推翻、重
构[11] 。 最终,导致对中国法的“根”和“源”的否定,也就是一种自我否定。

二是话语本身的质量不高。 学术成果的数量并不代表学术成果的质量,仅有学术成果数量的丰盛

并不能真正获得话语权。 中国法学学术成果的“量”与质并不统一,其中的重复性生产———甚至是重

复相同的“语句”、相同的观点和相同的资料,增多了学术的“量”,而创新性的学术成果并不多。 即使

有些学术成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缺乏深层次的哲学根据、价值理念和实践融入,导致其根基太浅和

实践效度缺乏,也难以传播广远。 还有一种情况是,尽管针对重大问题提出了“话语”,但却是以不负

责的态度应付,使话语的影响力大打折扣。 有学者在论及国际法涉及到的“科索沃独立咨询意见案”
时,认为“科索沃独立咨询意见案”是中国首次参与的国际法院咨询程序案,但从中美英三国书面意见

所作内容和篇幅对比看,中方只有“寥寥几页的书面意见”,仅仅对原则性事项进行了重述,并没有深

入分析“科索沃单方面宣布不违反国际法”的实际问题,更没有彰显中国对国际事务参与的基本立场

与解释国际法条款的能力[12] 。 在涉及一些国际性的法律问题上,中国法学话语更需要以高质量赢得

国际的尊重和认同。
三是与域外法学的交流和对话沦为了单向度的学徒式的学习。 随着国际交流的发展,中国法学与

域外法的交流频繁起来。 不仅如此,交流的方式也多了起来,比如面对面的对话,学术成果的相互输入

和输出等。 但无论是那种方式,中外学者的姿态是不一样的。 比如在交流和对话中,中方的学者多以

学徒的谦逊姿态出现,域外学者多以传经送宝的姿态自居。 另外,学界对域外法学的模仿趋势也较为

严重。 比如,1949 年后大量翻译和引介苏联刑法,到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并延续至今的对域外法学的

隐性和显性趋从,导致域外法事实上浸染中国法的各个领域,并不同程度地对中国法学话语的内容产

生了实质性影响。 由是,西方法学成为我国法学模仿的“样板”或“理想图景”,中国法学研究主体也就

成了“搬运工”和“提线木偶”。 既然中国法学演绎和叙说的就是西方法学的话语,这本身就进一步在

强化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但与之相反,也就进一步淡化了中国法学话语的影响力。
四是西方法学话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如前述论及的,西方法学经过几次全球化,把其话语通过

各种方式输送到各国。 在亚洲,中华法系解体后,除了中国的法学理念和制度曾一度仿效德日的法学

外,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比如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就被侵蚀,不仅接受了西方国家的法学理念,且从制度

上一直沿袭至今。 另外,西方法学因已有良好的学术规范和评价体系,这使其学术研究一直保持着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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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发展。 中国法学在 1949 年后重新起步,时间非常短。 尽管有诸多学术成果,但学术积累与西方的

学术积累还不在同一个层面。 更何况,中国法学学术除去“量”和“质”的不统一这局限外,学术的规范

性、研究方法、评价体系等均存在亟待完善之处。 另外,重要的国际性的法学会议、国际上的法学议题、
重要的国际性的法学期刊,以及比较格式化的学术规范,也均由西方学术界主导或者设置。 即使随着

中国与各国交流的频繁,中国法学学者争取了一些参与其中的机会。 但是,参与者不是主导者,更不是

“游戏”的设计者。 换言之,西方法学强大的学术话语及其游戏规则,也遮掩了中国法学学术话语,使
中国法学要在国际上“领着讲”面临挑战。

四、中国法学增强其国际话语权的路径

(一)增强主体性意识:以“东方法律主义”取代“法律东方主义”
要讲好中国法治故事,首先就必须实现从“法律东方主义”到“东方法律主义”的转变④。 学者梁治

平认为:“从法律东方主义到东方法律主义,这一转变不但意味着对东方主义的超越,更意味着中国主

体性的产生,而这恰也是当下中国社会内部愈来愈响亮的一种呼声。”⑤

要实现此目标,中国法学至少要重视两个视角的转变:第一,不能盲信“西方”的评价,应客观理性

地评价中国古代和近现代法。 西方国家以“法律东方主义”描述中国法的面相,是以西方法为标准和

范例的,且把其法学模式视为法学的现代化“范导”。 这导致其把中国法视为一种异化,即愚昧、落后

和迟滞的代表。 尽管最近的评价有些变化,但在面对中国法时依然有种优越感。 中国古代法、近代法

和现代法均有优良要素,是世界法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西方话语中的“东方主义”。 以中国古代

和近代的刑法为例,身份主义使其内容有不平等性,主观主义导致言辞和思想入罪,伦理主义使其泛刑

化,刑罚也具有压迫性和残酷性等。 但是,其提倡的“仁恕关怀”和“法中求仁”理念,秉承的“亲亲相

隐”制度,就具有积极的价值,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传统资源[13] 。 又比如在民事法律中,中
国古代法有关居间行为的立法,不仅针对商事居间行为有立法,而且针对民间居间行为也有明确规定,
同时还对居间人执业资格及业务活动也有严格的规定。 这些均值得中国市场经济秩序立法借鉴[14] 。
确实,每个国家甚至每个时代的法律,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也都有自己的弊端和局限。 中国法学应

有自信,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客观地评价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法律,并把其作为重要的渊源。
第二,中国法学应自强自立并应作为主体设计发展蓝图。 对域外法学的“搬运工”或“提线木偶”

式的研究,其潜在的影响便是把域外法当作法律的现代范式接受,从而在此“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下

“把西方理想图景误作为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 [15] 。 但是,西方的法律理想图景衍生于西方社会,是西

方政治、经济、文化孕育的产物,其并不能恰好对应中国社会并解决中国问题。 不仅如此,这还意味着

中国只是在接受西方国家的规则,并没有实现与西方国家平等对话。 因此,中国法学必须继续发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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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法律东方主义”和“东方法律主义”是具有不同含义的两个话语:“东方”在古典古代主要是指中亚族群,尤其是波斯帝国。 “东方主义”是

西方中心论与种族优越论的体现,即此话语指代的是西方以西方全球化与殖民体系的逻辑基础,不断挖掘“东方”民族苦难和屈辱的历史

来源,“东方”也被其野蛮化。 如美国认为美国有法而文明,中国无法而野蛮。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以此为根据,向“落后和苦难”的东方兜售

其法律等制度。 于是,西方国家,如美国等希望东方彻底“美国化”,并成为西方法治的一个典范注脚;“东方法律主义”是基于全球化中的

“普世性”与“独特性”正在重新调整,确信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会采取一种正在演进中的中国普世主义(一种东方法律主义)形式重塑法

治。 换言之,中国会独立地进行法治重构,其以其法律重新定义中国,并将法律中国化。 简言之,“东方法律主义”强调“东方”法治塑造的

主体性意识,并创制出不同于美国法的现代法律体系。 参见:田飞龙《东方法律主义与中国法的重塑》(《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8 年第 2
期 21-23 页);[美]络德睦《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巍磊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 232 页)。
梁治平《有法与无法》(《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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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法律和优质的法学话语超越西方,实现东方语境下的“法律主义”。 具言之,中国法学一方面要

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解决好中国面临的法治难题;另一方面,针对国际性的法律问题,中国法学话语体

系要提出行之有效的“中国方案”。 这种思维逻辑与“搬运工”和“提线木偶”似的逻辑差别在于,其是

作为法学话语的主体,根据自己的中国观和世界观,主动地参与全球法律的建构。 这是艰巨的任务,因
为西方法学话语的霸权壁垒存在于世界法律的各个领域,比如国际法话语体系是以欧美国家为中心

的,国际法框架下的“西方主义色彩”依然浓厚。 对此困境,除了国家要加强综合实力的提升外,还需

要中国法提出的“中国方案”能真正超越“西方方案”。 概言之,中国法学话语主体自身要有使命感,要
以自己的智慧解决中国问题和国际性法律问题。

(二)提炼蕴含真知灼见的话语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尊重

尽管中华法系解体了,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法学经过 70 多年的发展,已形成相对比较完善的话

语体系:“经过了这些研究者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巨大的努力后,法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了相对

独立的话语体系与发展空间。” [16]但依然在国际上寂寂无声,与其话语的质量有关。 “质量保障不仅仅

是一种体系或是技术,还是一种涵盖道德良心和能力的工程” [17] 。 学术之树常青,其生命也在于学术

研究的质量。 有学者在论及如何克服西方社会学的霸权时提出:“作出一流的研究,使其理论和方法有

助于整个社会学学科的知识积累并产生国际影响……需要在国际已有的学术共识的基础上通过更为

严谨规范的方法获得世界影响力。” [18]当今,要冲破西方法学话语的霸权地位更需要提升质量。
一是要重视学术话语的质量,尤其要重视话语的创新。 “学术质量是形成学术话语权的核心要

素” [19] 。 评价学术话语质量的标准有多种,但无论采取什么标准评价,学术话语应有创新性。 中国法

学研究成果虽众,但诸多是重复性生产———重复国内的话语或重复国际的话语,导致产出的具有创新

性的话语并不多。 从实质层面看,无论是搬运国外的法学话语还是重复国内的法学话语,均是一种“消
费”行为而不是“生产”行为。 要进行创新性生产,就不能仅当消费者。 当然,强调话语的创新不一定

必须是观点或原理的创新,也包括提供了新的论证文献、新的论证视角、新的研究方法。 简言之,学术

话语应该对学术研究的发展具有推进作用。
二是要重视法学学术研究与实践的衔接和互动。 法学是社会科学,具有极强的实践性。 无论是宪

法还是部门法,均应该为实践服务。 同时,实践也会反哺法学的学术研究。 司法中的重大问题或立法

中的新现象,会催生大量的学术话语。 甚至可以说,实践是学术话语的重要源泉。 以刑法为例,有学者

就提出以科学立法为引领,推进话语体系的发展[20] 。 这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如管控重大风险的使命使

其进行预防性立法,并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结果犯罪的预防型犯罪[21] 。 也就是说,实践层面的预防性立

法,为刑法学术研究提供了新元素。 高价值的学术话语也能推进实践问题的解决,比如有关预防性立

法的研究,能使预防性立法走向合理和科学。
三是要重视“现实”和“历史”的话语资源。 学术话语要具有引领力,还应该与时俱进。 若时代发

展变化了,还使用过时的话语,则就与时代背道而驰了。 过时的话语无法在国内有影响力,更无法在国

际上站稳脚跟。 当代社会的新现象、新元素等带来了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如高科技的发展、严峻的风

险、信息社会和社会的全球化等,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更新,更需要学术研究反应社会的变迁。 与时俱

进也不等于忘却“历史”,特别是依然具有进步意义的传统法律蕴含的知识。 尽管中国古代和近代法

律中含有不被现代法治接受的要素,但这不意味着就应当否定整个古代和近代法律。 前述提及的中国

古代的刑法以及民事法律中的有些值得借鉴的知识,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此,有学者提出:“近现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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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实践的历史表明,绝不能仅仅对传统的中华法系文化要素进行非此即彼的机械式处理,而应在全面

把握其基本内容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发展和法治建设的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造。” [22] 简言之,就是要

根据社会的变化和法治精神的变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不复古泥古,不简单否

定,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不断补充、拓展、完善,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

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23] 。
四是以学术评价体系催进学术研究良性发展。 欧美尤其是美国学术国际话语权的强势,与学术评

价体系密切相关。 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还能避免学术研究不端现象的发

生。 中国的学术研究不仅质量不高,而且还出现了诸多学术不端现象,除了前述提及的重复性生产和

重“数量”轻“质量”外,还有严重的抄袭,甚至“在有些学科领域中还出现了话语霸权与游戏的场

所” [24] 。 这些现象均和学术评价体系有很大关系。 中国法学话语要产生国际上影响力,应当构建合理

的学术评价体系,保证和监督学术研究的良性发展。 最终,凭借高质量学术话语获得国际社会认同。
(三)积极以“中国方案”参与国际法学事业并推动其进步

中国法学话语国际影响力的获得必须依赖全球化的道路。 以“东方法律主义”唤醒中国法学话

语的主体性意识,不等于“远离西方,勿论国际”。 相反,其真正的含义是呼吁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参

与国际法学事业,从而扩大中国法学话语的影响力。 首先,西方为中国贴上的“法律东方主义”标签

已有很长的历史,彻底消除这一标签的影响需要中国在国际上为自己发声。 因此,中国必须参与国

际对话,寻找机会讲好中国的法治故事,从而改变西方对中国法治的塑描。 其次,中国需要以优质

的“中国方案”突破西方的霸权地位。 比如在刑法领域,犯罪全球化已是当今世界不可回避的趋势

和严重的现象,如恐怖犯罪已是令各国恐惧的犯罪,网络犯罪变成全球化产业,有组织犯罪等跨国

跨境犯罪层出不穷,全球金融犯罪对世界经济秩序构成重大威胁,生态全球犯罪严重破坏世界环

境。 但一直以来,西方国家在应对全球化的犯罪问题上“起着主导作用,并且包含着霸权主义的逻

辑”,其在刑事政策、立法、司法方面“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甚至“非西方国家常常遭到排斥” [25] 。 对

此困局,中国刑法应当发挥自己的智慧,为应对全球化犯罪所遇到的刑法问题提供高质量的“中国

方案”,以突破西方国家对话语权的垄断。 再次,有些国际性法律事务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中
国应当有所担当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比如“在保护信息安全和跨国交易安全以及保护个人隐私

等方面,传统的法律已经显得苍白无力,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显得势单力薄,而必须在跨国或全

球层面进行新的法律规制” [26] 。 对此,中国就应当主动与国际社会合作,从而逐步在国际上赢得认

可和尊重。
(四)重视对域外法的深度认知

要对西方法学祛魅,需要深度认知其法律。 前述论及中国对域外法的单向度的学徒式的学习,
导致中国法学国际话语权的弱化。 但是,这与要深度认知域外法以避免“盲人摸象”的误区是不同

的问题。 “单向度的学徒式的学习”是指失去主体性的学习,甚至还带有盲目的或未加辨析的推崇。
简言之,这种学习除了失去“自我”和“自信”外,还罔顾域外法学本身的局限以及其运行的辅助条

件。 有学者就论及:“在对西方法律制度的理解上,我们也缺乏深入到具体制度之生成机理和历史

逻辑的研究” [27] 。 这也导致有些学者盲目地全盘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但却忽视了西方法律制度

生长的社会条件、机制、文化等要素。 而当中国缺乏这些要素时,引进就会导致“淮橘为枳”的结果。
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对域外法学的“不知”,加上“不知”下的“想象”,从而给域外法镀上了一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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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全面认知域外法,则就能客观理性地看待域外法。
超越域外法则需要深度认识域外法。 《孙子·谋攻篇》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

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老子》也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中国法学在国际上获得

话语权,或者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必须首先深度“知彼”。 与“西方话语体系的平等对话应当建立

在对该话语体系了然于心的基础之上,只有发现其潜藏的内在张力和逻辑矛盾,我们才可能有的放

矢地揭示该话语体系的不足,进而在可能且可行的情势下‘代入’中国的理念与主张,表达中国的话

语和立场” [28] 。 因为“不知”则无法找到域外法的缺陷和弊端,而域外法的话语主体基于思想、信
仰、经验、社会实践等因素,天然地会认可和接受自己的话语。 但若通过对域外法的内容及其实践

的深度把握,则在参与国际交流和对话时,就有机会有效地证明其存在的不足,然后针对其弊端提

出更优的方案,扩张中国法的影响力。

五、推动法学学术成果的国际传播措施

中国法学学术研究要获得国际话语权,必须依赖有效的途径在国际上推广学术成果。 学术研

究要在国际上传播,需要重视两个方面的问题,即“语言”的问题和资金的问题。 法学学术要取得国

际影响力,首先就应该让国际社会的法学界知晓研究的内容。 中国法学研究成果的语言载体大多

数是汉语,尽管汉语是联合国的官方语言,也是日常工作语言,但国外的受众群体并不多。 因此,中
国学者的成果如继续使用汉语在国际上进行推广,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对外话语表达要充分重

视话语受众地区语言的使用” [29] ,“如何把中国研究成果准确地转换为国际社会易于接受的语言形

式,成为中国学术研究成果走向世界的主要障碍” [30] 。 法学学术研究成果的国际传播也不例外,会
遇到语言障碍。 为了加速其在国际上的传播,就必须围绕“语言”设计方案。 除此之外,对于法学专

著的国际传播,还应当重视资金问题,尤其是在各国出版社均走向商业化的当代,资金是学术专著

能否走向国际的重要因素。
第一,必须重视法学专业外语能力对中国法学学术成果国际传播的重要性。 中国学者无论是

在国外发表文章还是出版专著,均需要以外语的形式表达。 认识外语单词,懂外语语法是最基础

的,但却是不够的。 比如,因跨文化传播的思维、语言与文化壁垒的影响,选词不当还会对传播起反

作用。 例如,“中国图腾‘龙’的翻译(dragon)在对西方国家传播过程中遭遇了严重的‘水土不服’,
因为 dragon 在西方是邪恶的象征,如美国有约 52%的受访者认为龙的象征意义是负面的” [31] 。 因

此,采用外语表达时,要基于文化背景的考量,精心选择有利于外国人理解和接受的概念表达,提高

传播效果。 而对于法学学术成果,除了文化背景因素外,对表达者(比如译者或作者)的学术水平、
专业外语水平均要求更高。 法学学术成果的外语表达,与日常生活、文学作品和通俗读物的外语表

达相比,专业化更强,其难度更大。 甚至基于专业术语和普通英语词汇之间的差距很大,如没有相

应的专业术语的积累,则无法进行学术成果的外语表达。 比如,刑法有一个“该当性原则”,若按照

以汉语词找英语词的方法,则难以找到正确的词汇予以表达。 但如果有积累,则可用外国学者使用

的“desert
 

principle”进行表达。 再比如刑法中的“未遂”这一术语,若没有刑法专业术语的积累,很
难想到用“attempt”表达。 这也意味着,让没有专业知识的外语专业的人翻译专业学术成果,难以实

现目的,因其没有积累法学专业术语。 学术成果术语的翻译极为关键,“术语翻译正确与否直接关

系到学术观点能否正确传达,因此确保术语翻译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可以说是保证学术翻译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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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 [32] ,必须重视专业术语的积累。 除此之外,一些中国原创的理论、原则、制度或概念,找不到对

应的外语,就需要译者根据含义或者相关的背景,挑选合适的外文词或词汇把其表达出来。 专业外

语能力对于作者或译者至关重要。
第二,以“中译外项目”推广中国法学成果。 有学者就主张:“中国比以往更加需要对外传播自

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 由于世界各地受众群体懂中文的人太少,这个任务基本要靠中译外来

实现” [33] 。 其实,不仅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也重视此项工作,“在日本,学术外译已被认为是增强‘国

际话语权’的有力手段,通过学术成果进行国际交流,成为日本参与国际事务、展示国家实力的主要

方式之一” [34] 。 中国已采取行动践行此方式,如 2010 年启动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1 年教育

部《高等学校哲学社科“走出去”计划》提出了“当代中国学术精品译丛”和“中华文化经典外文汇释

汇校”项目[35] ,2004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原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原新

闻出版总署于 2009 年启动了“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和“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 [36] 。 其

中,“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还是一个国家级的“走出去”的重点项目。 除此之外,还有“丝路书香

出版工程”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前者是“中国新闻出版业唯一进入国家‘一带一路’
……的重大项目……该工程着力推动中国优秀图书在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翻译出版,
立项语种侧重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语种,重点支持由海外汉学家、翻译家、作家翻

译出版和写作中国的项目” [37] 。 后者以资助系列产品为主,不仅可资助翻译费,还可资助图书的出

版及推广费用。 尽管这些项目不是专门针对法学的,但有的项目法学也可以申请。 如法学能申请

成果,对法学研究的国际传播将会有很大帮助。
第三,重视法学专业外语人才的培养。 前述论及要注意专业外语能力的重要性,这也意味着法

学专业外语人才具有重要性。 有学者认为中国“用他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的形式、方法与思维在国

外的接受度不够高” [38] 。 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表达者的“专业+外语”的水平不高,导致其表达存

在问题。 前述提及的有关龙的翻译,就是很好的例证。 对于法学也存在这种问题。 因此,必须重视

“法学+外语”人才的培养。 国外早已重视这类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像“‘日本学术会议’的很多提案

都提及对研究人员进行国际化培养,意在提高他们的外语水平,增强其沟通能力,以促进日本学术

外译活动” [34] 。 法学专业外语人才,必须是既精通外语又精通法学的人才。 精通专业知识而缺乏系

统外语知识的人才,或者精通外语又缺乏系统专业知识的人才,不属于这种人才。 由是,外语学院

的外语人才即使有较高的外语水平,甚至其外语水平达到了母语使用者的水平,也难以进行法学专

业学术成果的表达。 同样,仅有法学专业知识但外语水平欠佳,也难以实现以外语表达学术成果。
若法学专业研究人员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则是较为理想的模式。

第四,资金支持。 中国法学要主动向国际推广其研究成果,资金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 尤其是

对于成本极高的学术专著,资金支持更为重要。 学术专著与文学作品以及其他畅销作品相比,社会

需求量小很多。 而商业化的出版社的最直接目的是为了牟利,不愿意出版没有经费支持的学术专

著。 “学术著作有极强的专业性,加之其受众面窄、市场需求量小、印装成本高等因素,严重制约了

学术著作的出版发行” [39] 。 “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相比,人文学科的成果难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

并给社会带来财富” [40] 。 因此,人文社科研究极难获得社会的资金支持。 法学也属于人文社科,这
也决定了法学研究很难直接从社会上获得资金支持。 因此,国家应当重视对法学成果向国际推广

费用问题的解决,如翻译费、版权费和出版费等。 有了资金的支持,方能使更多的法学学者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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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出版专著,把成果推向国际社会,扩大中国法学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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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is
 

a
 

kind
 

of
 

soft
 

power 
 

which
 

mainly
 

refers
 

to
 

the
 

influence 
 

judgment 
 

guidance
 

and
 

application
 

of
 

academic
 

discours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iscourse
 

power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has
 

become
 

a
 

major
 

issue
 

in
 

China.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Chinese
 

law
 

once
 

had
 

a
 

glorious
 

era
 

of
 

Chinese
 

legal
 

system.
 

But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Qing
 

government 
 

the
 

globalization
 

movement
 

of
 

western
 

legal
 

discourse 
 

the
 

􀆵 western
 

law
 

moving
 

eastward 
 

and
 

other
 

reasons
 

of
 

China􀆶 s
 

late
 

Qing
 

Dynasty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legal
 

system
 

has
 

disintegrated.
 

Since
 

then 
 

even
 

though
 

Chinese
 

legal
 

discourse
 

has
 

not
 

totally
 

disappeared
 

in
 

the
 

world 
 

it
 

has
 

become
 

a
 

negative
 

teaching
 

material
 

of
 

legal
 

modernization.
 

Although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egal
 

academic
 

research
 

has
 

shown
 

a
 

fruitful
 

and
 

prosperous
 

landscape 
 

and
 

the
 

research
 

on
 

extraterritorial
 

law
 

has
 

become
 

a
 

hot
 

trend 
 

it
 

is
 

still
 

in
 

the
 

situation
 

of
 

speechlessness
 

in
 

the
 

world.
 

The
 

reasons
 

for
 

the
 

lack
 

of
 

discourse
 

power
 

of
 

Chinese
 

law
 

in
 

the
 

world
 

include 
 

the
 

lack
 

of
 

subject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legal
 

discourse
 

leads
 

to
 

the
 

lack
 

of
 

self-confidence
 

of
 

Chinese
 

legal
 

academic
 

research
 

subjects
 

and
 

the
 

almost
 

total
 

neg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and
 

modern
 

laws 
 

the
 

repetitive
 

production
 

and
 

lack
 

of
 

innova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research
 

lead
 

to
 

the
 

low
 

academic
 

quality
 

of
 

Chinese
 

legal
 

discourse 
 

the
 

exchange
 

and
 

dialogue
 

with
 

foreign
 

laws
 

become
 

one-way
 

apprenticeship
 

learning 
 

the
 

movement
 

of
 

globalization
 

of
 

western
 

legal
 

discourse
 

is
 

still
 

going
 

on 
 

and
 

its
 

discourse
 

power
 

in
 

the
 

world
 

is
 

still
 

dominant.
 

However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aw
 

and
 

the
 

rule
 

of
 

law.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ese
 

academic
 

discourse
 

to
 

reflect
 

these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s
 

and
 

spread
 

its
 

voice
 

internationally.
 

The
 

exist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of
 

legal
 

academic
 

discourse
 

is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number
 

and
 

continuous
 

repetitive
 

production
 

of
 

legal
 

research
 

results 
 

nor
 

can
 

it
 

be
 

obtained
 

through
 

the
 

􀆵string
 

puppet 
 

research
 

of
 

extra -
territorial

 

law.
 

In
 

order
 

to
 

suit
 

the
 

remedy
 

to
 

the
 

case 
 

the
 

promotion
 

of
 

legal
 

discourse
 

power
 

should
 

find
 

counter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above
 

reasons.
 

Therefore 
 

Chinese
 

legal
 

academic
 

research
 

must
 

first
 

reshape
 

the
 

subjectivity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legal
 

discourse 
 

so
 

as
 

to
 

eliminate
 

the
 

discourse
 

tendency
 

of
 

􀆵other
 

alienation 
 

and
 

􀆵self
 

alienation .
 

Secondly 
 

when
 

communicating
 

with
 

foreign
 

laws 
 

we
 

should
 

have
 

confidence
 

in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Chinese
 

law
 

in
 

order
 

to
 

change
 

the
 

appearance
 

of
 

apprenticeship
 

communication.
 

Thirdly 
 

innovative
 

academic
 

produc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with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attitude
 

to
 

solve
 

the
 

quality
 

problem
 

of
 

academic
 

discourse 
 

so
 

as
 

to
 

make
 

China
 

a
 

producer
 

rather
 

than
 

a
 

consumer
 

of
 

legal
 

academic
 

discourse.
 

Fourthly 
 

Chinese
 

academic
 

research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an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legal
 

issu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reak
 

through
 

the
 

hegemonic
 

barriers
 

of
 

extraterritorial
 

legal
 

discourse
 

with
 

high
 

quality
 

of
 

China 􀆶 s
 

proposi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egal
 

cause.
 

While
 

the
 

extraterritorial
 

legal
 

discourse
 

is
 

still
 

dominant 
 

China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actively
 

promote
 

its
 

academic
 

research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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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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